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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自识与自信

——— “中国文明西来说”及其评论

邹 诗 鹏

摘　要：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 “中国文明西来说”，虽已在现代理论与文化史上

受到过否定，但因种种原因，近年来再度泛起。“西来说”的实质是欧洲中心主义的

一元文化观，文明的起源存在一定的交互性，将中国古代文明完全溯源于外来，很
容易滑入民族虚无主义。仅因中国古代文明相对晚成的文字史就将中国文明的起源

归于 “西来”，是缺乏文明自识与自信的表现。昆仑说立足于本源论与中华多民族传

统建构中国精神，并在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传统的锻造及其抗御外侮的现代中国精
神重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 “西来说”有本质的不同。不能把对文明起源的探

讨还原为一般自然及其生物学性质的论域，非洲起源论不能用来分析中国文明的起

源。文明起源的探讨应超越一元论，但仍应立足于本源论。中国古代文明的溯源性
考古有其限度，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华文明过程的探究，尤其是对中国文明的绵延性

及其创造性转化传统的把握与自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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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诗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中国文明西来说”（以下简称 “西来说”）最早系西方一批传教士想象性的假说，此说自清
末民初传入中国，竟很快传播开来，一度被写入中小学教材。自此说形成以来，有关讨论及其

批评就没有停止。总的来说，从最初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一些中国学人较为轻率地接受 “西来

说”，到随着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背景下中国学界对 “西来说”展开自觉的甄别与批判，见证了
现代中国文明面向世界文明的自识与自信。尽管从主流文化价值及其理论意识看，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以来，中国学界已经摒弃了 “西来说”，但在很多场合， “西来说”仍然保留下来，且不只是
某种无涉主流思想的街谈巷议，而是时常影响到严肃的学术理论探讨，其蛊惑性不可小觑。近

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及显著的中华文明复兴态势，人们在关注中华文明将如何影响世

界历史及其文明结构的重建时，再次将目光聚焦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在这一境况下，长期以来
存在的考古研究似不利于论证中国文明起源的焦虑，近些年流传的 “中国人种非洲来源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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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冲击，以及网络上种种类似意见的喧嚣鼓噪，使得 “西来说”再度泛起。在当下背景下，我们
仍然有必要展开对 “西来说”的辨析与批判。关于 “西来说”的评价，不只是在科学考古层面，

也有必要在哲学及其文明论方面展开，辨识 “西来说”谬误的关键，根本并不在于史前文物的

追溯及其考证，而在于文明自觉，即在于面对人类历史文明特别是自近代以来展开的世界历史
文明的重构，对数千年中华文明传统的清晰的自我辨识及其确证。我们今天应在一个更为开放
的世界格局中展开中国文明的自觉，并在此视域内重新辨析和评判 “西来说”。

一、“西来说”种种

所谓 “中国文明西来说”是一个笼统的称谓，实包含多种具体的说法。在这方面，学界已

经作过较为细致的梳理与分析。结合有关资料，可以把 “西来说”大致分为如下诸种。

１．埃及说

这实际上是１７世纪由一批西方传教士提出来的。一般以为埃及说是由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
什尔 （Ａ．Ｋｉｒｃｈｅｒ）在 《埃及之谜》（１６５４）中最早提出，此说仍然可疑，不过此著明确提出中
国文明源自埃及。在 《中国图说》（１６６７）中，基尔什尔依据 《圣经》的记载推断汉字的形成，

指出埃及人在闪的子孙的率领下来到中国传授古埃及文，之后经历一些变化而成汉字。“古代中
国人既系埃及人之苗裔，故其书法亦一尊埃及之旧，此非指文字之结构而言，乃指其自各种自
然事物中提出之形象而言，中国人实藉此以表示其观念者也。中国文字之标记所以与其所欲表

明之事物同其数量，其故即在于此。”① 明眼人看得出来，如同许多传教士一样，这些断言很多
是出于猜度与想象，并无史料上的支撑，但在当时却大大鼓舞了传教士的文化想象。１７１６年，

法国主教阿夫郎什·胡爱 （Ｈｕｅｔ）著 《古代商业航海史》，认为除文字之外，中国民族在商业以
及风俗等方面也起源于埃及。“就吾人所有之材料而论，埃及在东方之商业亦甚古而且盛，是吾
人可以断言印度人商业之繁盛亦与埃及相当，盖印度人本埃及之重要商伴也。……然印度与埃

及商业之相当既有古代史为之证明，则当吾人读史时，不能不信中国与印度两民族虽非全属埃
及之苗裔，至少大部必属埃及人。”关于风俗，胡爱说： “在两群入侵印度之埃及人中，中国人
尤堪注意。中国人对于本族之起源之感觉极灵，其习惯与埃及人极其符合；其正体与便体之两

种文字；甚至语言，信轮回之说，养黄牛之习，亦复相似。而尤足以使予惊叹者，则中国人反
对外国商人之入国，始终不变是也，此与斯特拉波 （Ｓｔｒａｂｏｎ）所述古代埃及人之态度竟完全无

异……”② １７世纪之后，在明清之际以及清康熙帝时期，经过利玛窦与汤若望等人的努力，西
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日益频繁并且逐渐受到重视，西方传教士对以西方为源头来解释中国文
明起源的做法已经理所当然，而汉学也在西方盛行起来。其中，德经父子影响甚大。老德经
（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　Ｇｕｉｇｎｅｓ，１７２１－１８００）著 《匈奴突厥起源论》、《北狄通史》等著作，１７５８年更是直接
发表 《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以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相似为据，甚至还 “考证”埃及人迁
居中土的具体年代。“吾于是深信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全部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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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 《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弁诸中国史之首而已。”① 小德经 （Ｃａｒｅｔｉｅｎ

Ｌｏｕｉｓ　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　Ｇｕｉｇｎｅｓ，１７５９－１８４５）并不反对老德经在中国文明起源上的 “埃及殖民说”，但肯

定并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天文历法、社会历史及其治理传统。随着对中国文明内涵研

究的扩展，埃及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２．巴比伦说 （连同土耳其说）

１８９４年，法国人拉克伯里 （Ｔ．ｄｅ　Ｌａｃｏｕｐｅｒｉｅ）在 《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等著述中，基于

语言、文学、艺术、习俗、历法、政治、宗教、伦理、神话、传说等各个方面，指出巴比伦文

明造就了中国文明。拉克伯里推断，大概在公元前２３００年左右，居于巴比伦一带已有高度文明

的迦克底亚—巴克民族，在酋长奈洪特 （Ｎａｋｈｕｎｔｅ）率领下东迁，自土耳其斯坦、循咯什噶尔、

经塔里木河达昆仑山脉，再进入甘陕，经与黄河中原诸族的征战，终成中华民族。在拉克伯里

那里，奈洪特即中国传说中的黄帝，中国传说中的神农即萨尔贡王 （Ｓａｒｇｏｎ），但克 （Ｄｕｎｈｉｔ）

能造鸟兽形文字，便是中国传说中的仓颉；而巴比伦与中国的日历均是一年分十二个月与四季，

包括闰月以及依金木水火土之日累积法等，都高度相似。拉克伯里的巴比伦说形成之后，虽然

并没有得到欧洲汉学界的很高评价，但附和者仍然不少。近２０年之后的１９１３年，与拉克伯里同

属于牛津大学的鲍尔 （Ｃ．Ｊ．Ｂａｌｌ）在其 《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中，更是通过比较古代中国文字

与苏美尔会意字的相似之处来巩固巴比伦说。依鲍尔的研究，苏美尔文明的开端可溯至公元前

４０００年，正是阿摩利人建立的巴比伦文明形成的年代，巴比伦文明本身的苏美尔源头，竟在如

此这般溯源性的 “研究”中被想象成中国文明的更早源头。

在欧洲人建构巴比伦说的同时，一些日本学者也开始热衷于认同并传播巴比伦说。白河次

郎、国府种德合撰的 《支那文明史》（１８９９），不仅重复和巩固拉克伯里的巴比伦说，还列举巴

比伦与古代中国在语言、文学、习俗、历法、政治、宗教、伦理、神话等等方面的相似性，“全

面论证”巴比伦起源论，在当时的日本学界造成很大影响。

巴比伦说问世以后，连带着日本学界的推动，在２０世纪初的中国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丁

谦之 《中国人种从来考》，蒋智由 《中国人种考》，刘师培 《国土原始论》、《华夏篇》、《思故国

篇》，黄节 《立国篇》、《种原篇》等，皆赞成巴比伦说。此说在民国初年已为知识界很多人士所

接受，甚至写进了当时的中小学教材，可见影响非同一般。就连郭沫若也曾表达这样的猜想：

“商民族之来源实可成为问题，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

智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耶？”② 话里话外已然接受了 “西来说”。

３．中亚说

１８世纪晚期，随着中亚学研究的兴起，伴之以生物学及其人种学方面的辅证，又出现了中

亚说。在这里，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想象，尽管仍是 “西来”，但已是自西向东离中国本土越来越

近，即越来越靠近现代中国疆域的西部。１７７５年，法国人巴伊 （Ｓｙｌｖａｉｎ　Ｂａｉｌｌｙ）持世界文明同

源说，认为中华文明乃是基本的一支，并大胆假定世界文明的起源应在 “亚洲近北纬４９度处”，

此假说得到法国生物学家布丰 （Ｂｕｆｆｏｎ）的肯定，其后，俄国的Ｂ．皮瓦西里耶夫、Ｇ．格奥尔吉

耶夫斯基及美国考古学家攀伯里等，也都主张中国文明起源于中亚。受西域学研究的影响，中

亚说进一步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延展至帕米尔高原以西，而 “西来说”之 “西”也离中国本土越

来越近，近到可以在现在中国疆域之内来想象中国文明的起源。德国人李希霍芬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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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认为，新疆塔里木盆地就是汉人以及其他一些古老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此说看上去与在近现

代中国流行的昆仑说混同，但是，我们后面会指出，二者完全是异质的，不可混淆。

４．印度说

１７世纪时即在西方传教士中间流传所谓中国的祖先是 “雅弗”的说法。雅弗即 《旧约全

书·创世纪》中洪水灭世后人类的新始祖诺亚的儿子，被视为小亚细亚或印度日耳曼北部民族

的祖先，雅弗的儿子则被想象为中国人的祖先。莱布尼茨在其书信中记载了这一说法，在他看

来，正是受当时一位传教士邓玉函的启发，开普勒开始了中国人来源的想象。“开普勒估猜，开

启中国四千年历史的著名皇帝尧可能就是雅弗的儿子雅完，假使人们不愿把中国人看作是闪的

儿子或者雅弗其他的儿子如玛各、米设、土巴 （此乃鞑靼人的祖先）的繁衍的后代看待的话。

我也认为中国人与鞑靼人并非同出一源。”① 莱布尼茨自己是否认同印度说，又另当别论。事实

上，这位 “中国通”还是倾向于从中国本源来理解中国文明，且直接影响了沃尔夫。不过，由

于印度与欧洲在文化传统方面的特殊关系，在西方，从印度来解释中国文明起源的想象还是越

来越显著。这方面，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印度学研究的盛行是一只推手。１８５３年，法国人哥比

诺 （Ａ．ｄｅ　Ｇｏｂｉｎｅａｕ）在 《人类种族不平等论》中明确提出中国文明之印度起源说。“一切均足

以证明 《摩奴法典》所言之无误，而且因之足以证明中国文化实由印度英雄时代后一种印度民

族———即白色阿利安种之首陀罗人———传入之。而中国神话中之盘古实即此印度民族迁入中国

河南时之酋长，或诸酋长中之一，或即白种民族之人格化。”② 与印度说相印证，当时甚至还有

人 （如维格尔）从印度支那 （如缅甸）来想象中国文明的起源，此说也可视为印度说的延伸，

不过影响一般。

以上即是 “西来说”的四种主要说法。

一方面是从西方文明解释中国文明起源，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文化的考古，也渗透了 “西

来说”。其中，仰韶文化西来说的影响颇大。此说的代表人物是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他也

是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创始人。１９１４年，安特生受聘为北洋政府农商部顾问，首次注意周口店的

原始遗存，发现了仰韶文化。在解释仰韶文化时，安特生沿用了 “西来说”，他认为，在新石器

时代晚期，一支以彩陶为代表的先进农业集团自西向东进入中国的黄河流域，汇入原有的文化，

进而成就中国的史前文化，而仰韶文化则是其中的代表。由于安特生的影响力，此说对国际学

术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在西方已有一定市场的 “西来说”，也直接影响了

中国学界。尽管安特生后来对自己的 “西来说”进行过修正，即部分地承认了中国文明的本源

性，但流传甚广的还是其 “西来说”。

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也曾一度持 “西来说”。其于１９７６年出版 《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认

为中国猿人类型存在的退行性停滞现象，表明其是人类进化大树上的一根侧枝，因而并没有事

实证明周口店中国猿人为比较进步的人种奠定了基础，长阳人、马坝人亦不是中国猿人的直接

继承者，而资阳人则兼具尼格罗人种和蒙古人种特征，至于山顶洞人，其３个头骨的人种特征

也不相同。瓦西里耶夫的结论是，中国远古人类及其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受外界影响的结果。

按照瓦西里耶夫的推测，在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带的北部，很可能发生过人种—民族核心的凝

聚过程，逐渐形成藏缅诸民族的中心，同源的农业移民从这里一批批地涌向四面八方，约在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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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第四千年至第三千年，从藏缅语中分化出原始汉语。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大量迁徙的原始中
国人从共同的中心分化出来，很可能通过昆仑山脉，向黄河流域进发。仰韶文化很可能就是在黄河
流域西部的某个邻近地区形成的，并受到各种成分的影响，从而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尽管
瓦西里耶夫自己的观点后来有所调整，但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其 “西来说”。

二、学界对 “西来说”的批判及其思想效应

尽管诸种 “西来说”形成时颇为吸人眼球，但它们在西方未必真有市场，西方对 “西来说”

持怀疑与批判态度的大有人在。比如 “埃及说”自形成起，就有针锋相对的批评，如法累累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Ｆｒｅｒｅｔ）之批判基尔什尔 （Ａｔｈａｎａｓｅ　Ｋｉｒｃｈｅｒ），巴累囊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Ｐａｒｒｅｎｉｎ）之批判
美朗 （Ｊｅａｎ－Ｊａｅｑｕｅｓ　ＤＯｒｔｏｕｓ，Ｓｉｅｕｒ　ｄｅ　Ｍａｉｒａｎ），骚德累 （Ｌｅｒｏｕｘ　Ｄｅｓｈａｕｔｅｒａｙｅｓ）之批判得经
（Ｍ．ｄｅ　Ｇｕｉｇｎｅｓ）。法国人德保 （Ｇ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ｄｅ　Ｐａｕｗ）的批评也是重头。在 《埃及人与中国人之
哲学研究》中，德保直言 “西来说”“毫无根据”，“彼富于幻想之徒必且谓埃及人携往中国者非
简单之字母也，乃祭司所独用且与中国文字毫不相似之象形字耳，诚可谓荒谬绝伦也。”① 著名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同样反对埃及说，他说：“就吾人所知者而论，中国人似非埃及人之苗裔，正
如其非大不列颠人之苗裔。彼主埃及人曾殖民于中国者，不仅费其一己之精神且亦并费他人之
精神。吾人因不能不赞叹其学问之博与用功之勤；然中国人之容貌、习惯、语言、文字、风俗
等，实无一来自古代之埃及。中国人决不知有所谓割势之礼；亦不知埃及之神祇；更不知爱西
斯之神秘。”② 事实上，不久以后，形成埃及说的所谓 “考古事实”即被揭穿，原来，此前认为
从 “埃及古墓”中发掘的 “中国古瓶”，并非真正的中国造，而不过是来自于红海与印度通商的
一些港口，并非来自于 “埃及古墓”。就是说，支撑埃及说的考古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大笑话，埃
及说是一个臆想，其传播更是一场闹剧。

在中国颇有影响和市场的巴比伦说在当时也遭到尖锐批评。今天想来，以一个已死的文明
来解释中国文明的来源，或许更符合那样一个特定时代西方世界对于世界历史的想象与定位。

但事实是，严肃的文字发现与研究并不能支持巴比伦说。文字学家完全不能确定中国文字与巴
比伦文字有什么联系，关于二者关联的假设，则多是臆想。考狄如此批评拉克伯里：“此人富于
神思而拙于科学；其学识博洽有余而精审不足；既不谙巴比伦之历史，复不审中国之情形。不
顾历史上之年代，仅依据近人之论著，于此中搜取不甚可信之材料以适合其一己之成见。其学
说骤视之颇觉规模宏大，门面辉煌，然稍加检察即全体瓦解有如冰山之融化。”③ 考狄还剖析了
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何以助推了 “西来说”：“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
位之重要也，于是大动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新说蔚起，

天花乱坠，直到今日而未尝或已。遂予吾辈以人类无知与科学未备所发生之痴愚一种罕见之实
例。”④ 诸如法国学者沙畹 （Ｅ．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以及德国学者夏德 （Ｆ．Ｈｉｒｔ）也对 “西来说”提出
了尖锐批评。在 “西来说”出现的同时，更有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如罗素密 （Ｌｅｏｎ　Ｒｏｓｓｎｏｙ）、威
尔斯 （Ｗｅｌｌｓ）、约翰·洛斯 （Ｊｏｈｎ　Ｒｏｓｓ）、翟理斯 （Ｈ．Ａ．Ｇｉｌｅｓ）力主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尤

·５７·

文明的自识与自信

①

②
③
④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Ｄｅ　Ｐａｕｗ，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ｌｅｓｇｙｐｔｉｅｎｓ　ｅｔ　ｌ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ｐａｒ　ｌａｕｔｅｕｒ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ｅｒ－
ｃｈｅ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Ａｍéｒｉｑｕａｉｎｅｓ，ＣＪ　Ｄｅｃｋｅｒ，１７７３，转引自 《何炳松史学论文集》，第１８９页。
伏尔泰：《通史鳞爪》，转引自 《何炳松史学论文集》，第１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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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洛斯，著有 《中国民族的起源》（１９１６），此著 “反驳所有中华文明西源论的假说，试图证

明中国民族的土著性 （ａｕｔｏｃｈｔｈｏｎｏｕｓ）和中国文明是本生土长的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不承认汉民族

有所谓移民时代。洛斯甚至认为中国文化与其他文明的相似因素，可能正是由于中国文化施加

影响的结果。”① 应当说，上述批评，对当时以及此后中国学界形成清醒的文化自觉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巴比伦说 （连同土耳其说）即被中国学界所摒弃，李济径直将这

类研究归于历史观的迷失，认为其属于 “不成熟的半吊子的 ‘科学历史观’”。②

至于印度说与中亚说，一方面与埃及说及巴比伦说有区别，因为地缘上的近邻关系，在漫

长的历史交往过程中，中国与印度以及中国与中亚均形成了互动交往传统，这样，在有理由进

行自我确证的前提下，人们似可以从对方追溯自身的文明起源，而历史文献 （如 《山海经》、

《尚书》等）似乎也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无论是出于回应世界人类文明共同起源的中亚论，还是

为了呼应当时欧洲试图从印度寻找文明起源的印度说，当时中国学界竟也时兴将中国文明的起

源归之于中亚或印度，而如此追溯恰恰是以否定文明的本源为前提的，如此状况实表明中国文

化传统由来已久的自信已到了困窘不堪的地步。

印度佛教的东传、伊斯兰教的东传在各自不同的程度上附和了印度说或中亚说。正是为了

抗衡所谓印度核心文明或中亚核心文明，近世以来中国形成或巩固了昆仑说。昆仑说的缘起看

上去呼应了中亚说与印度说，但其立论基础却是中国文明本源论。昆仑说不再从属于宽泛的中

亚或世界诸文明的核心源，而是延续了中国文明本源论。此说不仅从文明渊源上，也从地缘上

阻止了将中国文明向西帕米尔高原以及喜马拉雅山脉再往 “西”进行溯源的可能性。如果说中

亚说还采用了一种模糊并淡化中国疆域的推断，那么，昆仑说则径直将中国文明的源起确定在

现代中国疆域所包含的地理空间；依照昆仑说的理路，中国文明的起源，被框定于现代中国的

疆域之内，从而与 “西来说”确凿地区分开来。

昆仑说从广义上看来容易与在近现代中国一度流行的 “西来说”混同在一起，仿佛也分享

着 “西来说”的逻辑。不过，稍加分析即发现，这种分享极其有限。昆仑说有 “西来说”的影

子，但绝非域外性质的 “西来”，而是针对单一的汉族中原中国说，并将包括汉民族在内的中华

民族的起源定位于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巍巍昆仑，是中华文明面向现代世界的历史重构。昆仑

说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 “西来说”的理据，虽同样质疑中原内地及其儒家汉民族的本源性，

但是，昆仑说毕竟是从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渊源及其传说，特别是从中国传统自身的精神高度

并立足于多民族中国的历史传统来追溯和确定中华文明的来源与根基，一直是抗衡民族分裂主

义的巨大资源，且在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传统的锻造及其抗御外侮的现代中国精神重构中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因而显然不属于本文所要批判的 “西来说”范畴。

“西来说”本身是很难立住脚的，它只是一个特定时期里并无实据也难以得到翔实考证和深

入论证的文化想象，实是近代至２０世纪初曾经出现过的一种怪论，其本质还是对西方中心主义

的附应。瓦西里耶夫在反思 “西来说”的形成时曾作过这样的判断：“作为各种早期的中国文明

外来说之基础的启发式前提，就像与之相对的作为中国史学传统之基础的前提一样，论据都是

很不充分的。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可以以同样的理由接受正面观点或反面观点，进而以二者之

一为根据来坚持或者否认中国文明的土著性。当时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弄清事实真相：材料的不

足以至于甚至不能用严谨的形式、以严谨的论据来说明究竟哪种观点最有可能成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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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前夜，西方汉学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取决于客观原

因，不如说取决于主观因素，有时简直是感情用事，凭先验的偏见，凭怀疑主义，以及诸如此

类的东西来决定取舍。”① 不过，瓦西里耶夫将 “西来说”的症结归之于史料的不足，也是失之

偏颇的。“西来说”在一定程度上的流行，主要是文化及其价值观上的原因，即在强势的欧洲中

心主义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不自信。事实上， “西来说”本身就是２０世纪初在西方学

界盛极一时、本质上表征着西方中心主义的 “传播论”的反映。循着传播论，考古学家及人类

学家倾向于将当时中国的考古发现归之于欧亚大陆文明中的其他相近的文明形式，“西来说”正

是传播论的表现，当时盛行的排满思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 “西来说”。

“西来说”表面上并没有将中国文明溯源于欧洲。然而，深层次地看， “西来说”的实质还

是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以自身的历史及其文化自信确定了自身的文明边界，从中世纪之后及至

启蒙运动之初，欧洲曾一度将自身诉诸东方文明，到黑格尔完整地论述了摒弃东方 （这里可没

有辩证法）之后以德意志精神为轴心的欧洲历史的自我生成史，实际上已经理性化地决定了中

国文明起源解释上的边界，正是欧洲中心主义决定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非欧洲性质。在黑格尔的

历史哲学中，东方历史地扬弃了史前史并由此真正获得了现代性，而 “西来说”则从各种史前

史来追溯中国文明的源头，实质上是 “坐实”了中国文明本质上的非现代性质。由此可以看出，

单纯地接受 “西来说”，将会带来何种令人不堪的文化后果！ “西来说”可以假借欧洲的文化资

源 （如 《圣经》）来解释中国的起源，但一定是作为一种想象性的变种。对于欧洲而言，想象

性的变种实则是非理性的、不属于欧洲自身文明的变种。与此同时，“西来说”的主要假说，大

都还是出自于欧洲之外的非西方区域。这表明，“西来说”所取的 “西”乃是欧洲之外之 “西”，

并且又是在文化上依附或附属于欧洲之 “西”，这些非西方之 “西”，按照沃勒斯坦的分类，并

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中国学界努力从自身发掘其文明起源，已经展开了对 “西来说”的批

判。何炳松与缪凤林称诸 “西来说”均系 “天开之异想，叹观止矣”。何炳松还深入揭示了 “西

来说”的文化心态：“西洋人自大轻人之心事并亦流露于学术研究之中，殊出吾辈崇拜西学者之

意外；而各种新神话之兴起，此或即其主要之原因。吾国学者对于西说每每不分皂白，活剥生

吞，遂至堕入此辈学术界 ‘帝国主义者’之玄中而不自觉。”② 在 《中国民族由来论》中，缪凤

林则从地理之阻碍、人种之不同、年代之悬殊、文物文字的异同以及论证理路各个方面批判了

巴比伦说的荒谬。

“西来说”的一度流行，的确与一段时期里西方的强势崛起有关。认同 “西来说”并不等

于就是崇洋，更不等于就是民族虚无主义，而只是一种借船出海的心态或文化策略， “西来

说”之所以曾为清末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与认同并不奇怪。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分析，

当初刘师培及章太炎等人之认同 “西来说”，不仅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传统的妄自菲薄，而恰

恰是汉民族主义的表现，具体地说，是在当时浓厚的排满思潮的影响下，通过 “认祖于”强势

的西方民族从而肯定汉民族的优秀。“他们一向认为汉族是世界上的优秀民族，与欧洲民族没有

本质差别，汉族西来说恰证明他们的想法，汉族同样富有欧洲民族的 ‘种性’，有能力在种族生

存竞争中，取得胜利。”③ “西来说”竟同汉民族中心主义的自我辩护关联起来，因此，人们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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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把 “西来说”本身看成是西方人为破解中华而处心积虑地发明出来的。在 《中国史前考古

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１９４９）》中，陈星灿即对各种 “西来说”作过这样的评价：“除了个别人 （如法

国人哥比诺）是种族主义者，倡导中国文化西来说是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张目外，主要的还是出于

学术的目的。其实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国外，几乎每一种西来说都曾受到过猛烈的抨击。……今天

看来，我们虽不能否认有些人倡导中国文化西来说确有 ‘包办世界之野心’，为帝国主义侵略制

造舆论，但是在中国考古学尚未发达之前，得出上述的结论并非不可理解。实际上，中国文化

西来说与本土说在学术上差不多一样浅薄，都没有可靠的考古学上的证据。”① 但是，一旦 “西

来说”真的代替了中华文明的自我确证，质言之，中华文明的自信直接遭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威

胁，包括受到 “脱亚入欧”的日本民族的威胁，“西来说”便会从某种形式的学术资源蜕变为赤

裸裸的意识形态。清末一批知识分子之所以很快告别 “西来说”，实是当时时势所促成，他们从

一度借船出海的暂时性的思维定势迅速转入中华文明本源论的主张。

从 “西来说”在中国的实际传播状况而言，其又呼应了在现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不断泛起的

妄自菲薄与崇洋心态，并为民族虚无主义所裹挟、利用甚至为其张目。“西来说”在中国现代文

化的流传效应，实与学人最初援引 “西来说”以助中国文明实现自信的初衷或文化策略渐行渐

远。有关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研究方面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有疑问本来正常，涉及

历史文明之起源同样如此，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即有 “疑古说”，但未必是否定历史或对历史的不

自信，而是一种基本的研究立场与方法。将自身文明之根追溯到地球上的其他文明，未必意味

着对自身文明的不自信，但为了否定自身文明的本源性而高抬其他文明，则又另当别论了。

三、中国文明本源论与文明自觉

是否能够立足于本源论而不是借助于 “西来说”，直接标示着对中华文明的自识与自觉。在

一定程度上，“中国文明西来说”是晚近以来越来越盛行的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另一重表述。２０世

纪初是 “西来说”在中国最流行的时期，人们似乎很愿意从西方来追溯中国文明的源头。在当

时的文化背景下，接受 “西来说”有着一种借力于西方的心态与文化策略，且并不就意味着对

自身文明的虚无化。但是，这种文化心态上的 “一厢情愿”，终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自

觉。当年孙中山即应对过 “西来说”，而且是开放性的讨论。

讲到中国民族的来源，有人说百姓民族是由西方来的，过葱岭到天山，经新疆以至于

黄河流域。照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说，这种议论，似乎是很有理由的。如果中国文化不是外

来，乃由本国发生的，则照天然的原则来说，中国文化应该发源于珠江流域，不应该发源

于黄河流域。因为珠江流域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民很容易谋生，是应该发生文明的。

但是考究历史，尧舜禹汤文武时候，都不是生在珠江流域，都是生在西北。珠江流域在汉

朝还是蛮夷。所以中国文化是由西北方而来的，是由外国来的。中国人说人民是 “百姓”，

外国人说西方古时有一种 “百姓”的民族，后来移到中国，把中国原来的苗子民族或消灭

或同化，才成中国今日的民族。②

孙中山的讨论很难说有实证材料为据，但如此坦然讨论，不仅不存在民族虚无主义，恰恰

相反，是努力在一个开放的世界格局中表达中国文明的自信。在当时，断言中华民族之自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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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陈星灿：《２０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０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０页。



来，并不对中国文明的实存性造成否定。况且，近代以来国人普遍承认西方现代化成就，并且
须努力摆脱正在崛起的日本的东亚文明构图，在此境遇下，若将古老的中国文明之根追溯到西
方，也可以理解为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格局中肯定中国文明传统的努力。孙中山面对的中
华民族，是一个面对世界现代化及其民族国家体系构建时代的民族，在当时情形下，接受 “西
来说”或无损于中华民族统一体的论证。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西来说”本身毕竟是一种臆说。就史料而言，商代的青铜铸造技术
高于同时期的 “西方文明古国”，殷代的玉石雕刻更是举世无双，再往前的器物文明形成时间的
早晚并不构成各自文明起源的依据。比如，史料考证即使证明巴比伦文明比中国文明早１０００多
年，也不足以断言巴比伦文明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断言中国古代文明乃两河文明的再现与发
展，显然缺乏相应的考古材料，巴比伦说实属臆想。换言之，中国古代文明具有内生性与本土
性，其明证性并不取决于其他文明。但是，在某种现成的文明比较视野下，中华古代文明的源
起，往往需要向前追溯，追溯的主要目标，还是符号及文字———世界文明史研究所强调的 “物
证”。比如，我们常说有四大文明古国，即中国、巴比伦、埃及和印度，除中国外，其他三种文
明的信史都在５０００年以上，有文字、城邑、金属制品乃至神器等考古发现。就编年而言，其他
三种文明也在５０００年以上。中国的编年史自商周之后，不过４０００年，至于商以前，实际上只是
传说，尽管此后的中国文明成就辉煌，且有史可载，但中国文明起源似乎比世界古老文明少了

１０００年。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依照司马迁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
元年 （即公元前８４１年），而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无年，信史的程度自晚近以来也一直
受到质疑，甚至出现了所谓 “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说法。既然此前的历史无信史可言，

而既有的文明史追溯多又超过这个年代，于是便为各种 “西来说”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在探索文明起源时，基于一种交往或交换的格局观是必要的。文化交流总是体现为一种交
互性，正如中国文明包含着一定的西方元素，西方古代的文化及其器物中，同样带有很多中国
元素，在西方流传中国文明 “西来说”的同时，也散布有所谓西方文明 “东来说”。从最初接受
“西来说”，再到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创构西方文明中国来源论 （诸如殷商文化的发掘为此提
供了巨大想象），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蕴含着一种文明交往与互动观。就历史而言，西域文化本身
就清楚地见证了中西文明传统的互动，无论 “西域文化东来说”还是 “西方文化东来说”，都反
映了一定的历史互动过程。但此种说法并不意味着就动摇了文明传统的本源论。基于自然地理
环境的天然区隔以及交往与人口迁徙的巨大障碍，基于目前极其有限的考古发掘，人们实无理
由得出 “西来说”（以及 “东来说”）的结论。文明互动应是基于文明本源论的补充，对于中国
文明与域外文明而言，这一区分是本质的。事实上，本源论的公允性与正当性是毋庸质疑的。

之所以如此 ，盖因本源论在交互交换的文化格局中取其 “中”，并在原则上确证文明之本源；与
本源论相比，“西来说”以及 “东来说”均属于极端形式。

以夏鼐为代表的现代史家认为，中国文明显然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夏鼐同意以晚期新石器
文化勘定中国文明的起源。比如，对于二里头文化，夏鼐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偃师二里头文化
就其文化内容和所在地点而言，显然是从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过来的。但可能又吸收了其他
地区一些文化中某些元素，例如山东晚期龙山文化 （陶器某些类型，铜器），晚期大汶口文化
（陶器上刻画符号，可能还有铜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 （玉璧、玉琮等玉器），西北地区的
‘甘肃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符号，铜器）等。我以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

但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
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有来自国外的。但是根据上面所讲的，我们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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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①

夏鼐的中国文明本源论，并非一家之言，事实上，即使在 “西来说”较为盛行的年代，无

论是域内还是域外，主张中国文明本源论的都是主流。“西来说”大体属于一种边缘性的文化想

象，这一类文化想象在任何文化交流的格局中都会出现，在文化自信的氛围中，还可以看成是

巩固本源论的一剂 “作料”。比如，坊间也有诸如 “西方起源于中国说”，乃至于有 “高卢人是中

国炎帝的后裔”的 “论说”，认为诸如日耳曼人、埃及人以及佛教等均起源于湖南，希腊人、罗

马人则起源于中国的大西南地区，等等，不仅中国人如此想象，在西方世界一直也充斥着如此

想象。但是，这类想象不被主流文化当真，这类看上去离奇古怪的说法同样没有、也不可能动

摇西方文化的自信。

因此，仅仅是一种想象的 “西来说”本身也许并不可怕。正如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所确立

的自信，与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将其文明起源推至东方有很大关系，从西方追溯中国文明起源，

可以看成是中华文明确立自身以及文明自觉的表现。但关键在于人们接受 “西来说”背后的文

化心态。如果将中国文明传统与西方文明传统对立起来，或者完全认同西方文明而否定中国文

明，其结果必然会走向民族虚无主义。

有一个证据确凿且看上去直接支撑和巩固 “西来说”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值得驳斥的。根

据这一说法，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仅自西而来，而且自非洲而来，因为人种学及其体质人类学的

有力证据，表明整个人类都是自非洲向各大洲经过漫长的迁徙而成。不仅 “西来说”中那些较
中国文明更早的文明，而且就连这些更早的文明，都是自非洲而来。此前诸 “西来说”大体是

自远而近地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而中国人种非洲发源说则是将 “西来”推到更 “西”或更远，

由此仿佛是更进一步巩固了 “西来说”。晚近以来，非洲起源说在民间很有市场，在某些学科领

域，非洲起源说已经被看成是中国文明起源的 “正说”。

非洲起源说简陋而外在，此论调实是把文明的形成还原为人种的形成。我们显然不能将文

明的探讨还原为自然的和生物学论域的探讨。文明的形成与种族当然有一定关系，文明带有一

定的族群性，而族群往往会追溯到一定的血缘及其种族，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文明的生物基础。

但人的生物性关系并不能直接决定族群关系，种族对于文明的决定关系是有限的，不能把文明

直接还原为人的生物性关系。然而，近代以来的一些文明研究，却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这样一

种种族论及其生物学意义上，强调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

义，直接成为文明论的理据，并衍生为一种人种学及其体质人类学的文明研究模式。进入２０世

纪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明论研究模式，已受到普遍质疑且归于过时。以非洲起源说来解

释中国文明起源，实是一种文明研究中过时的种族论模式。

种族论及其生物学的研究模式对近代以来中国文明研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近代中国积

贫积弱的处境，使得即使人文知识分子，也多是接受这样一种种族论模式。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一

批一度接受 “西来说”的大家，如刘师培、蒋智由、章太炎、丁谦、章炳麟、黄节等，无一例

外都是持种族论及其人种学立场。实际上，他们之所以接受 “西来说”，正在于接受其背后的种
族论及其社会达尔文主义，借此强化中国民族，毋宁说，他们是借认同 “西来说”来扩展和巩

固种族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背后虽然也可能包含着对日本明治维新与变革的历史经验的借

鉴，但将文明研究还原为种族论及其生物学模式，终究是不妥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反思：

种族论及其人种学立场是否已经成为强调科学实证精神的文明考古学的未经反思的理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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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研究的不足，常被看成是 “西来说”得以传播的一个原因，陈星灿直言，之所以盛
行 “西来说”，“与其说是出于种族的偏见，不如说是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性。”① 缺乏考古材料
的支撑，任何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都难以真正地开展起来，但考古学本身也要求考证文物与环

境及其历史的复杂关系，即厘清文物如何构成整个文明。考古学难以证明一种终究不存在的文
明假说，比如说，因种族的偏见而被构想的 “西来说”，终不可能通过考古材料得以证明。考古
材料不能证明 “西来说”为假，同样不能断定其为真。实际的问题在于，基于种族论得以形成

的 “西来说”可以由此蛊惑人心，且制造种种文化幻象。在某种程度上，考古学的科学实证精
神多多少少掩蔽了其背后深藏着的人种学及其种族观念。基于殷墟考古材料，李济在 《中国早
期文明》中确证了中国民族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在区别于安特生的 “西来说”的前提下自觉地

选择了本源论立场。② 对于李济而言，人种学的论证与文明的证明是一回事情，但其间蕴含着人
种学研究自觉的文明规定性，这意味着人种学研究绝非只是生物学研究模式。考古学更强调科
学性，但还原性的考证模式确实容易将民族的起源完全看成是种族及其人种上的溯源。中国文

明起源的考古研究当然需要有体质人类学，但不能仅仅局限于体质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将中国
人种追溯到非洲人，这是否一定意味着中国文明也要溯源到非洲？追溯到非洲，对中国文明的

起源的探究就万事大吉了么？文明过程的探究其实比文明起源的研究更重要，更有益于文明的
自识与自信。通过对于中国文明过程的研究，人们得以确证中华文明乃是属于轴心文明以降的
几种依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及其绵延性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传统之一。清晰地认识并确证中华文明

的生命力及其创造性，才是我们形成文明自信的最真实的依据。可惜，在文明起源的还原性和
强迫症式的前溯探究中，这种最为重要的任务反倒被无视了。

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确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对文明流变的把握是展开文

明起源追溯研究的价值论前提，文明的流变决定着某种文明起源的价值与意义。在这一意义上，

中华文明传统之绵延性与包容性，这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生成，本身就决定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深度与生命力，文字形成史上的迟滞并不表明文明本身在深度与生命力上的缺乏。因

此，文明起源的探究要服从于文明流变的考查。从 “西来说”到中西文明起源二元对立说，到
支撑文明本源论的一元说，再到从交往互动说获得理据的多元说，显示出了文明考古在思维方

式上的进步，但由此却导致对文明流变的轻视。

文明的起源蕴含着文明的一些内涵与特质，也孕育了文明的生长性。但文明起源的早晚并
非文明活力的决定性因素。一种文明可以向前追溯很长历史时间，自是一种自信，但若单纯以

为只有如此才可能有文明自信，恐怕又是某种莫名的自大或精神强迫，就此而言，文明前溯史
之长并不必然就是 “家底”。决定一种文明活力的是文明在流变中的传承、创造与创新。中华文
明的质性，主要是由五千年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所决定的。那些在起源上更早但却属于死亡状态

的文明所缺乏的，正是如此这般的生命力。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一些较早产生因而发源更早
的文明，恰恰因为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人口等变化而归于湮没。雅斯贝尔斯的 “轴心时代”思
想划分了消逝的文明与影响当今世界的三大古代文明 （古希腊的、印度的和中国的）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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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１９４９）》，第３５页。

李济如此表述：“中国史前的研究始自一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博士。他不但发现周口店的遗址，北
京人的足迹，并且他也是发现散布在华北一带颇广的新石器晚期史前文化的第一个科学家。全世界的
考古学家对这发现所具的兴趣，主要是这文化可能与西方文化有些关系。这纵然是一个颇引人入胜的
问题，然而以现有的资料为基础，仍不能得到定论。这样，还是让我们把讨论局限于中国地区吧。”
（李济：《中国早期文明》，第１５页）



构成了人类文明史起源的新论说，这一在自觉反思了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新的人类文明
史观，迄今并没有形成应有的影响，至少在文明史起源的研究方面是如此。

自韦伯的宗教文明类型研究开始，西方即形成了文明比较或文明类型的研究与致思方式，

种族的理路及其致思方式被约束，或要求纳入到更为广泛的文明类型中予以考量。韦伯显然是
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并且是黑格尔之后最为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者。韦伯的宗教文明类型的
研究自不会受到 “西来说”的制约，在他那里，决定一个族群的本质的，除了同现代性密切相
关的经济与社会因素之外，便是宗教因素，而宗教因素主要不是在教义方面，而是宗教面向世
俗社会的现代转化方面，韦伯是有着清醒的文明自觉观念的。就此而言，２０世纪之初中国学界
接纳 “西来说”时，对韦伯资源重要性的重视是很不够的。这本身就说明，现代中国的文明自
觉是滞后于经济的，在国力积贫积弱的情形下，经济以及国家实力方面的不足，很容易从当时
流行的种族方面寻找原因，而文化方面则差不多呈现一边倒。近代中国太容易把中国落后的方
方面面的原因归咎于文化及其文明传统，“西来说”的一度盛行，显然与近代中国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出现的文化自卑心态有关。

“西来说”只是西方一度盛行的种族主义及其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韦伯以来的文明类型研
究开出了新的有益于确证文明自信的传统。比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的民族志研究及其
文化特征思想，即说明了一种文化自觉何以本质地规定了文明，文明本身是不断嬗变及拓展的
过程，这一过程经常会超越种族论的狭隘视野。文明的特质经常是由文明自身演进而形成的，

具有较强的后天性质，文物年代的短长，并不是区分不同文明类型起源的依据，同一种族的人
群，或不同种族的人群，均可以在一种互动交往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族群共同体，形塑新的文
明体。人种给族群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生物前提，但不同类型的种族的共生，才是文明真正形成
的基础。由此，一定文明的自明性及其文明自觉，也未必都是奠定于历史的久远，美国文明的
历史不过二百余年，而且，其往前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如此借力于别国的文明传统，不仅
没有让美国人自卑，恰恰是其文化自信的表现，这令人深思。看来，不能说认同 “西来说”，就
一定属于文化不自信，换句话说，即使科学证实了 “西来说”，也未必意味着否定了中国文明的
自信。说到底，中国文明是否自信，完全取决于今天中国文明正在开启的道路，取决于中华民
族的复兴伟业。在中国道路真正的展开过程中，在面对既有的西式现代性模式下的种种困境，

中国是否有可能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在这个意义上，文明自信实际上越来越取决于当下中
国道路的文化自信。

在本文的最后，我们终于可以向费孝通先生致敬，这位马林诺夫斯基的高足，完全清楚中
华文明自识与自信的重要性，其在晚年提出了文化自信，这一思想依然是把握当下中华文明并
确立文化自信的理论资源。

〔责任编辑：马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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